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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现代性转向
———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评述

何明　 张方亮
内容提要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一直有研究初民社会和族别社会的刻板印象，而博

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努力把人类学拉回现代生活，并赋予其探讨现代性议题的能力。本
文系统地梳理并分析了博厄斯学派国族研究的理论方法、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力图
为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摆脱“初民社会”和“族别”研究范式的束缚，把田野调查和民
族志方法等运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研究，为我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提供理
论方法的参考和经验教训的借鉴。

关键词　 博厄斯学派　 国族研究　 文化分析

初民社会的研究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起点和传统。近代以来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的
殖民扩张催生出民族学／人类学，早期民族学／人类学专注于初民社会的调查研究，从进化论到结
构－功能主义均如此。博厄斯学派开展过一系列美国及美洲原住民的调查研究，如他本人的《原
始人的心智》《原始艺术》及其众多弟子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研究等，于是国内学界一直视之为与
其他早期人类学学派一样的初民社会研究者，形成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只能从事初民社会研究和族
别社会文化研究而无力研究现代国家及其国族的刻板印象。事实上，早在１９２８年，博厄斯写就《人
类学与现代生活》一书，针对对于人类学的误解，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人类学通常被认为是一门
搜集各种奇风异俗，说明异地居民的奇异长相并描述其独特风俗和信仰的学科。它被认为是供人
消遣的学问，显而易见与现代文明社团生活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①并说：
“以下各章中的内容，将继续讨论人类学用纯科学观点来分析研究现代生活中的问题。”②基于这一
理念，博厄斯努力把人类学拉回到现代生活，赋予其现代性的能力，其中最具成效的工作就是带领
弟子们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调查研究现代国家背景下的国族和国族建设。

“国族”（ｎａｔｉｏｎ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存在巨大差异。
它曾经被视为部落（ｔｒｉｂｅ）或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的同义词，都指称共享共同语言、宗教、历史、地域
等的群体。进入现代，在“一族一国”的现代国家理想蓝图架构下，“国族”（ｎａｔｉｏｎ）与“国家”
（ｓｔａｔｅ）基本变成同义词，并组成“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用于指代拥有独立主权的政治实体，只
是“国族”（ｎａｔｉｏｎ）侧重于指代国家中的人群，而“国家”（ｓｔａｔｅ）更偏重于指代国家机构。由于历史、
移民、征战和殖民等原因，绝大多数情况下，族群的地理分布与国家的领土范围之间并不完全重合。
于是，在当今世界，按“一族（群）一国”模版建成的国家为数不多，多数国家均为“多族（群）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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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编号：１６ＺＤＡ１５１）阶段性成果，获得云南省哲学社
会科学专家工作站支持。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美〕弗朗兹·博厄斯著，刘莎、谭晓勤、张卓宏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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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对于“多族（群）一国”的国家而言，把由多族群、多种族、多国移民等相互区别而不相统属
的各个国民群体，整合成与国家边界重合并密切联系的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共同体
即“国族”，建成更高层次的“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显然是强化国民团结、夯实国
家根基的国家建设必由之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民族学／文化
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研究主题。然而，受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专门研究前现代
社会的刻板印象、初民社会研究范式、族别研究惯性、对博厄斯学派片面认识等的影响，民族学／文
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被闲置，形成研究成果“三多三少”（即政策解读多、逻辑推导
多、宏大叙事多，事实调查少、个案积累少、深入分析少）①现象，并存在着原理性和学理性的研究不
足等问题，其中原因之一是以族群、民族、国族等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削弱了
学术研究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支撑力度。

有鉴于此，本文拟较为系统地梳理与分析博厄斯学派国族研究的理论方法、取得的成效和存在
的不足，以纠正博厄斯学派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局限于初民社会的误解，摆脱“原始民族”和“族
别”研究范式的束缚，把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等运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研究，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国族及其文化
作为人类学家，博厄斯及其弟子从文化角度研究国族。博厄斯认为，文化是“包括社区中所有

习惯，个人对其生活的社会习惯的反应，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人类活动”②。他将文化与种族概念分
开，将群体性差异归于文化而非种族。据此，博厄斯学派使用文化作为核心概念，并通过三代弟子
分别发展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三条路径：文化历史研究、语言研究和文化心理研究。博厄斯学派的
国族研究基于其美国国民的主位视角，聚焦于美国的国民性及其文化模式，也关注到其他国家的国
民性与社会文化，并将“他者”文化视为可比较和反观自身的对象，进一步深化美国国民的文化意
识和差异意识。

首先，博厄斯论述了国族的内涵，强调国族的政治属性和情感属性。博厄斯在《人类学与现代
生活》（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ｆｅ）③一书中区分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和“ｎａｔｉｏｎ”这两个概念。他指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既指一个国家的公民集合体，也指拥有共同文化、共同语言而不考虑其政治派别的群体；
ｎａｔｉｏｎ则指一个政治实体、一个国家，有时也指一个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集体成员。④ 博厄斯认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包括不分政治派别的文化共同体，但他在之后的论述中常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限制在国家政治
派别内，因此本文将《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一书中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翻译为“国族”。

在论述文化与国族关系时，博厄斯强调共同的教育和共同的情绪，他指出：“在拥有共同语言
和共同情绪的教育者群体中，可以发现统一”，而“国家的形成，既不是单独由血统的结合，也不是
由于语言的结合，而是情感生活和社团所组成，它们组成了一种所有人都能自由活动的媒介”。⑤
博厄斯认为，民族主义与国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一样含糊不清，“它被用来表示团结的情感，以及作为公
民为国家的利益而献身的情感。它也被用来指一个国族的渴望：即为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统一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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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载《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Ｄ． Ｌａｓｓｗｅｌｌ Ｈａｒｏｌｄ，“Ｔｈ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ｖｏｌ． ４６，ｎｏ． ３，１９３６．
注：部分内容根据英文版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ｆ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重新翻译。
〔美〕弗朗兹·博厄斯著，刘莎、谭晓勤、张卓宏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１页。
〔美〕弗朗兹·博厄斯著，刘莎、谭晓勤、张卓宏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８页。



觉它的文化一致”①。现代民族主义（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的前提是作为一个民族聚集
在一起的群体已经产生了加强其共同社会生活的愿望，可自行决定自己的行动。换句话说，成为一
个有能力控制自己主权的国族。结群的动力来自观念的情感诉求，这种观念将每个群体成员团结
在一起，从而提升团结和伟大的感觉，以至于不可能与其他群体达成妥协。人类结群的需求会逐步
扩大，从部落扩展到州、国家，甚至是全球性联盟。但现代民族主义与早期结群情感不同，形成现代
国族的关键不仅是语言的统一，更重要的是组织和平与冲突的社团。② 由于国族是在各种环境中
产生，“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文化接触会打破一个国家，并产生新的国族”。因此，当“国家权力成为
国家内所有合作群众理想的执行者”时，才能形成统一于国家政体下的国族。③ 而“一个国家内的
全体人民能享受差不多平等的利益”时，才能减少国族内部冲突的发生。④ 与此同时，博厄斯论述
了国家间冲突的根源，他认为“形成敌对的群体没有任何理性的原因，只是基于一种观念的情
感”⑤。一旦过于强调国家的政治权力和个体对国家的奉献精神，必然导致国家间的战争和屠杀，
损害人类的整体利益。因此，教育需要重视文化民族主义，通过教育强化爱国主义的神圣性，并强
调国家自卫是首要义务，减少侵略性的民族主义。⑥

虽然博厄斯论述的国族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族”，但他洞察到了国族结群的情感基础，国
族诉诸于虚构的世族起源主要是为了延续基于世族的观念性情感，以此创造凝聚力。他的观点区
别于安德森、盖尔纳和霍布斯鲍姆将国族视为现代性产物的观点，强调国族构建中所延续的前现代
社会中的结群情感以及现代国家构建的文化统一性。基于此，博厄斯学派的弟子从文化和心理入
手分析国族的相关问题，并逐渐发展了国民性研究和国族社会文化研究。

其次，博厄斯的文化观点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每种具体的文化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整体，只能
从历史上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在个体层面上存在一个文化整体，个体必须以某种方式综合文化和
历史上的零散经验以形成完整的自我。在个人经验中，人类学家可以发现某种形式的文化整体。⑦
因此，博厄斯的弟子既关注相对独立的族裔文化，也强调国族文化的整体性。

最后，博厄斯强调尊重多元文化的价值，即对不同文化形式的包容以及对不同文化价值的尊
重，以文化平等构建国家内部各族裔的和谐关系。⑧ 他认为，国家内部应保护多元文化，多元文化
会成为国家有机体发展的动力。博厄斯学派对多元文化价值的推崇，导致该学派的众多弟子都成
为新进化论者，他们认为尊重多元文化价值的社会比种族主义的社会更好。

结合博厄斯的国族定义，本文认为国族不是一个“虚构的传统”，也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国族是不同族群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与融合中所形成的，具有共同历史、语言、文化、风俗
习惯和政治理想的共同体。这与公民民族主义所强调的国族是一个政治统一文化多元的共同体概
念有所区别，也与安东尼·史密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 Ｓｍｉｔｈ）提出的长时段“国族”理论⑨有所区别。本文
认为，国族是在“自我”与“他者”长期的比较、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具有独立的国家主权、领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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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国族是“具有名称，在感知到的祖地（ｈｏｍｅｌａｎｄ）上居住，拥有共同神话、共享历史和与众不同的公共文化，

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法律与习惯的人类共同体”。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３页。



法律体系，国族内部成员共享一套历史叙述、语言和文化，从而具有共同的心理认同基础，并通过共
同的政治理想整合成为一个整体。１９８８年，费孝通在反思西方“国族”（ｎａｔｉｏｎ）概念的基础上，提出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①的论点，并重提中国人具有独特的心态，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统
一性的重要基点。本文在博厄斯学派国族研究的基础上延续了费孝通的理路，重新对国族概念进
行定义和反思。

二、国族研究与美国的国族建设
（一）“自我”研究：美利坚国民性
国民性研究是将人类学分析技术应用于复杂社会的早期尝试，始于文化与人格研究。“文化

与人格”研究最早由博厄斯的第二代弟子爱德华·萨丕尔于１９３０年在耶鲁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提
出并理论化。萨丕尔批判所有形式的文化物化，他认为唯一具有现实性的是社会互动中的文化性
格。② 之后，米德和本尼迪克特以文化与人格研究分析国族，开创了国民性研究。国民性研究具有
两个突出特征：其一，选择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或主体———“国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作为研究对象；其二，
重点关注国民的心理文化特质并将其标签化。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清晨，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联合舰队对美国海军夏威夷军事基地———珍珠

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胡岛上的飞机场发动了突然袭击，致使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
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三周后，美国人类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召开会议，米德、本尼迪克特和其他人类学家表示全力支持美国政府打赢这场战争。
虽然也有部分学者态度暧昧，但是该学会通过一项决议，将所有学会成员的资源和专门技能交由国
家支配，以争取美国赢得这场战争。到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类学会已成为各政府机构在军事行动和
情报收集方面的“代理信息交流中心”③。在此背景下，玛格丽特·米德于１９４２年出版了《时刻准
备着：一个人类学家看美国》（Ｋｅｅｐ Ｙｏｕｒ Ｐｏｗｄｅｒ Ｄｒｙ：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 Ｌｏｏｋｓ 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的研究报告，
阐述美利坚国族文化特性。该研究报告旨在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规划战争，使人民的能力得到最
有效的利用。

《时刻准备着》一书主要论述了一个普遍的国族性格在战时的有效性。米德从熟识的“文化濡
化”视角出发，参照美国的教育实践与家庭结构，论述美国的国民文化特性。米德基于美国的家庭
结构，即父母趋向于向孩子展示自己好的一面，决定了孩子长大后发现父母不完美时会趋向于在别
的地方找更好的生活方式，说明美国的道德主义与美国文化中个人追求永久的进步有关，美国人总
是希望不断向前，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④ 其次，米德指出，美国人是一个相信自己胜过父母的民
族，孩子被期望超越父母，变得更聪明、更强壮、更勇敢，因此美国人从不守旧，总是不断前进，寻找
新的生活方式。⑤ 再者，米德认为，美国的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基于阶梯的分类，人们被期望向上爬，
而不是基于社会的有序分层或阶级化。⑥ 因此，美国的阶层流动体系只有足够灵活，才能适应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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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１１卷）》，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２６页。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ｐｉｒ，“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５，ｎｏ． ３，

１９３４．
Ｍａｓｃｏ Ｊｏｓｅｐｈ，“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Ｔｈｅ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２，２０１１．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ｅａｄ，Ａｎｄ Ｋｅｅｐ Ｙｏｕｒ Ｐｏｗｄｅｒ Ｄｒｙ：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 Ｌｏｏｋｓ 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ｒｒｏｗ，１９４２，ｐｐ． ２４ － ２６．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ｅａｄ，Ａｎｄ Ｋｅｅｐ Ｙｏｕｒ Ｐｏｗｄｅｒ Ｄｒｙ：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 Ｌｏｏｋｓ 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ｒｒｏｗ，１９４２，ｐ． ９８．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ｅａｄ，Ａｎｄ Ｋｅｅｐ Ｙｏｕｒ Ｐｏｗｄｅｒ Ｄｒｙ：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 Ｌｏｏｋｓ 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ｒｒｏｗ，１９４２，ｐ． ３７．



变化的条件，而这种灵活性必须通过保持种族多样性获得。
米德将美国视为一个可改造和重建的项目。她指出：“美国不是一个血统或出身的问题，而是

一个信仰的问题。”①“这不完全是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移民）来说，这是别人的国家。”②这是一
个不断被侵略的国家，美国人既是侵略者，也是接受侵略的人。③ 这个国家是由人们逃离各种各样
的东西建立起来的，这些东西他们有时可能仍然渴望，但是他们不能试图重建。④ 可见，米德认为
美国是一个由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组合而成的国家，美国的国族建设应该关注逐步稳固的移民第
三代而不是多样化的移民历史。因此，米德在《时刻准备着》中重点研究了美国移民的第三代。她
认为，第三代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通过神话、仪式以及被这种系统吸引的人们的日常实践不断重
现，这就是作为纳文⑤的美国。⑥ 移民第三代拒绝父亲和祖父，支持新的图腾祖先，如华盛顿和林
肯，他们象征着一个新世界的“朝向”，定位在“一个我们不完全属于，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实
现的世界”⑦。因此，米德认为美国是面向未来的，可以忽略不同移民的历史和现实的种族冲突、阶
级矛盾，以共同理想和统一的文化性格建构美利坚国族。

在书中，米德区分了种族理论和国族性格。她指出，国族性格是由环境和历史驱动形成的，与
国族赖以生存的制度有关，与领导和被领导者之间的联系有关，与国家文化和承载这种文化的人有
关。而种族理论则是用一个人的生物特性去判断他的礼仪、道德、智商和行为能力。那么为什么会
将“种族”和“国族”混为一谈？米德解释道，种族理论被广泛接受的一个原因是群体外貌特征的明
显区别，但这是因为一般人并没有去检验婴儿成人的社会过程，是“社会环境”和“教养”决定了一
个国族性格的实质和轮廓。⑧

在《时刻准备着》的结尾，米德设想文化差异是一个储藏“珍贵发明”的仓库，社会工程师可以
从中汲取重要的教训。与此同时，她断言，一些人类价值观比另一些更好。因此，美国人必须带头
创造一个无论是种族、性别还是阶级都将被限制的世界。她认为，这项工作可以为美国人提供一种
使命感和挑战感，而这种使命感和挑战感对于他们国族性格的培养来说是必要的。⑨ 事实上，米德
对美国文化的赞赏是基于一种无视内部冲突的浪漫化想象，她的一切文化讨论都基于战时民族主
义的考虑，而她强调美国应该领导世界建构多元文化的社会暗含了美国文化更优越的价值判断。

《时刻准备着》在其出版后一直备受争议。米德的传记作者简·霍华德（Ｊａｎｅ Ｈｏｗａｒｄ）认为米
德在该书中轻率地评价了美国人的性格。瑏瑠 菲利普·格里森（Ｐｈｉｌｉｐ Ｇｌｅａｓｏｎ）也认为该书是以印象
主义的全知全能风格所写作的松散记录，并没有为美国身份和文化的讨论提供新见解。但是格里
森也指出，二战带来的“强大的民主复兴”潮流重新激活了对美国身份和文化的持续探索。因此，
米德的这本书虽然轻率和松散，但以人类学的专业知识为基础为国民性研究赋予了合法性。瑏瑡 虽
然汉德勒·理查德（Ｈａｎｄｌｅ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肯定了米德作为公共道德家对美国社会改革的贡献，但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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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米德对美国国民性的分析始终着眼于跨文化对比，包括与欧洲文化的对比，与美国土著印第安人
文化的对比等，从而说明美利坚国族的与众不同。①

（二）“他者”研究：他者的国民性与社会文化
１．日本的国民性研究
《菊与刀》是国内学界最熟知的人类学著作，但许多人并未明确意识到它与其他初民社会研究

成果的根本性差异及其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国族研究领域的开拓性意义。此书以战时在美国
拘禁的日本战犯和日本流亡者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学术作品、小说、新闻评论、广播、
电影、军事情报机构的报告等，分析阐述日本人的文化性格特征。本尼迪克特以“菊”和“刀”来象
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
而又不驯，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
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她经常运用比较方法，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
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并以美国的文化价值评判日
本的文化价值，认为日本人性格里的矛盾性和极端性在不断塑造日本文化的“怪异”和“偏执”。例
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美国人重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无条件越可贵，而日本人却认为一切
施恩都有条件。② 此外，虽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美国文化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但她仍旧肯定自由的个体主义和平等是典型的美国价值观。③ 最后，本尼迪克特得出结论：日本政
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
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
的预料和建议一样。在这项研究中，本尼迪克特不仅证明了人类学研究对跨文化交流的潜在价值，
并且她的研究说明了解对方的思维过程可以作为战争中的“武器”。

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揭开了日本人是如何建立其生活方式的，并提供了一个审视日本人如何看
待世界和生活的镜头，因此西方人看到日本人行为中的许多矛盾都将不再是矛盾，而是一个内在一
致的文化系统。就此，格尔茨评价道，日本人在书的开头是美国人曾经战斗过的最陌生的敌人，在
书的结尾却是美国人曾经征服过的最合理的敌人。④ 而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比日本与美国文化系统
的差异，也同时在回应美国社会中的问题，这也是该书在美国大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在比较“他者”的过程中，本尼迪克特对美国文明始终持赞赏态度。“自从我们的座右铭是‘不
分种族、信仰或肤色’，我们提供‘受压迫者的庇护所’并热情洋溢地写下‘熔炉论’以来，美国人的
脾气（种族主义）已经改变了”。⑤ 本尼迪克特认为，美国文化模式具有包容性，因为美国文化模式
的趋势就是促进同化，族裔歧视是非“美国”的。⑥ 然而，针对移民问题，她又提出美国不能对所有
移民敞开大门，应该有所选择，接纳那些社会秩序和生活水平与新白人相似的移民。⑦ 本尼迪克特
对美国文明的赞赏在之后受到了嘲讽，马修·弗赖·雅各布森（Ｍａｔｔｈｅｗ Ｆｒｙｅ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质疑道，美
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时候消除了种族主义的传统？他针对美国独立后的种族主义历史举出了大量例
证，包括１７９０年的归化法将公民身份限制在“自由白人”移民身上，１８８２年的排华法案，以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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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年的移民法对欧洲移民和亚裔移民的限制使他们无法获得公民身份。就此，雅各布森提出美
国人对移民的接受程度总是按照种族和肤色来排序的。①

国族研究虽然在人类学界获得巨大成功，但同时也遭致各种非议，其中的争议之一在于将国族
文化视为均质化和相对静止的整体。有学者指出，构建文化模式的优势是创建容易被迅速吸收的
标签。② 为此，国族研究必然是简化的。而米德强调国族研究是一项应用研究，是为自己国家提供
政策建议服务的，研究必须具有时间范围和时代特质。③ 格尔茨更明确地说明了国族研究的特殊
性，本尼迪克特和米德讲述的民族学故事明显涉及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与不同的价值观念作斗争，
与既定传统的明显崩溃有关，与人类可塑性的乌托邦愿景和对分解的恐惧有关④。而克鲁伯针对
国族研究的政治意图及其遭致的非议辩护道，国族研究不仅是一项人类学研究，更是一项社会工
程，它使美国国民更具有文化意识。⑤
２．海地的社会文化研究
博厄斯学派的另一位学者佐拉·尼尔·赫斯顿（Ｚｏｒａ Ｎｅａｌｅ Ｈｕｒｓｔｏｎ）研究了海地的社会文化。

赫斯顿是博厄斯学派较为罕见的黑人女性，她一生都致力于收集黑人神话、歌曲与故事，她对黑人
新形象的描述使她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黑人女性作家和人类学家之一，并成为２０世纪二三十
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⑥的奠基人。赫斯顿是多面而矛盾的，她作为黑人女性始终对美国具有
一种复杂的情感。赫斯顿在她的第一本书《奴隶收容所：最后一个“黑货”的故事》（Ｂａｒｒａｃｏｏｎ：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ｇｏ”）中，基于对一名老年非洲奴隶库乔·刘易斯（Ｃｕｄｊｏ Ｌｅｗｉｓ）的访谈，
从黑人奴隶的角度叙述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由于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冒犯了非裔美国人，且书中
使用了大量的黑人俚语，直到７０多年后才出版面世。这本书不但批判了白人奴隶主，还控诉了帮
助白人捕获黑奴的非洲人。但之后，赫斯顿写作了黑人女性身份认同的小说《他们的眼睛注视着
上帝》（Ｔｈｅｉｒ Ｅｙｅｓ Ｗｅｒｅ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Ｇｏｄ），关注了黑人的身份觉醒与国家认同问题。此后，她发表了一
系列黑人民间故事集，如《骡子和男人》（Ｍ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ｎ），并宣称对黑人民间故事的记录是在保存
美国文化中美丽而重要的部分。由于对美国的复杂情感，赫斯顿对美国以外社会的研究始终处于
一种矛盾中。在海地的研究中，赫斯顿一方面肯定美国对海地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认为海地巫术
仪式的“精神占有”可以帮助海地人民对抗殖民统治，这显示出博厄斯学派学者在“他者”建构中的
矛盾性———既试图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又一再凸显美国的优越性。
１９３８年，赫斯顿出版了《告诉我的马：在海地和牙买加的伏都教与生活》（Ｔｅｌｌ Ｍｙ Ｈｏｒｓｅ：Ｖｏｏｄｏｏ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ｉｎ Ｈａｉｔｉ ａｎｄ Ｊａｍａｉｃａ）一书，开启了她对美国以外社会的关注。该书并非一本扎根于海地的
人类学专著，而是她作为伏都教徒，根据自身在海地和牙买加的经历写作的一本游记。该书并没有
深入探索海地的文化，而是考察了牙买加乡村的种族态度、宗教和死亡仪式、男女关系以及妇女在
加勒比社会中的地位。其中，种族歧视、男性沙文主义和阶级压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发现，肤色
和阶级问题交织在海地生活的所有方面。赫斯顿从牙买加乡村内部人士对伏都教的看法切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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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歧视，批判并否定驯顺的旧黑人形象，鼓励黑人作家在艺术创作中歌颂新黑人的精神，树立新黑人的形象。



究海地的种族与阶级分层的问题。她提出，对伏都教（Ｖｏｏｄｏｏ）的态度一直是海地社会阶层之间动
态变化的核心。通过分析伏都教与阶级的关系，赫斯顿发现海地民众对伏都教存在公共和私人叙
事的差异，这种双重叙事将农民和精英阶层一分为二。赫斯顿记录了上层海地人对伏都教的负面
偏见，他们否认伏都教祭祀的存在，“上层海地人深受伏都教传统的影响，但他会用‘撒谎’来维护
自己和民族的骄傲”①。因为在所谓“文明”的美国人眼中，伏都教是“野蛮的”，上层海地人受到美
国殖民者的影响，并不承认他们文化与伏都教的关系。这种基于上层阶级的公众叙事与海地农民
的故事和文化习俗截然不同，海地底层民众参与伏都教是他们对现状不满的一种隐性抵抗。② 底
层农民对伏都教的解释是一种不服从命令的叙事，拥有颠覆政治的力量，赋予加勒比地区黑人超越
公共叙事和管控的文化记忆和实践。赫斯顿认为，伏都教通过团结被压迫的人民，帮助加勒比人摆
脱殖民奴役并建立独立的社区。因此，伏都教是一种“创造和生活的宗教”③，它可以通过“精神占
有”创造共同体，并持续提供内在的连贯性和逻辑性。通过研究海地不同阶层对伏都教的不同态
度，赫斯顿试图以美国文化的“文明”理念将伏都教“野蛮化”。虽然她肯定伏都教在对抗殖民统治
时的功能，但她也一再强调其“异域性”，从而将海地文化构建为不同于美国文化的“他者”。正如
琼·达扬（Ｊｏａｎ Ｄａｙａｎ）所说，在美国占领海地期间，关于海地传统文化中吃人、酷刑和僵尸的故事
不断在美国出版，投射出海地“食人”的幻象才可以证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海地的“公民化”存在。④

赫斯顿在《告诉我的马》一书中提出了非常激进的政治观点，在“海地的政治和人格”一节中她
赞扬了美国对海地长达９年的占领，这来源于她基于物质公平而非社会正义理论的种族进步观点。
赫斯顿将美国对海地的军事占领视为对海地经济的改善，“占领结束，海地拥有稳定的货币，交通
系统的初步建设，现代化的首都，现代化的军队”⑤。赫斯顿认为正在蔓延的饥饿和匮乏可能会导
致种族和阶级的社会不平等，因此族裔领袖应该是实干家而不是空想家。据此，她将海地问题引向
美国黑人的族裔政治，“美国产生了一代对黑人种族领袖不耐烦的黑人，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工作、
房子和餐桌上的肉”⑥。赫斯顿以殖民促进海地经济平等和物质公平的观点，掩盖美国剥夺海地政
治独立的帝国主义行为，并以社会发展论宣扬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赫斯顿认为海地被美国统治
是一件好事，至少改善了海地的经济状况。但在海地当过美国大使的黑人政治家弗雷德里克·道
格拉斯（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却不这样认为。道格拉斯申明，海地与美国一样都有自己的主权，且海
地的民族主义不同于美国的民族主义，海地民族主义应被纳入全球离散黑人为寻求自由的广泛而
持久的革命中。⑦ 赫斯顿在《告诉我的马》中的政治立场被黑泽尔·卡比（Ｈａｚｅｌ Ｃａｒｂｙ）认为是反
动、盲目爱国和肤浅的。⑧ 即使是立场较为中立的学者也认为，赫斯顿对美国殖民主义的讴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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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对美国意识形态灌输缺乏警惕。①
无论是本尼迪克特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还是赫斯顿关于海地社会文化的研究，抑或米德的

萨摩亚青少年研究，其中都存在对异文化的刻板化呈现，其内在逻辑都是制造“他者”以美化“自
我”。她们通过对其他社会的分析助推了国族文化和社会优劣性的比较，美化美国文化模式，强调
国族的差异性。特别是她们对美国文化不假思索地赞同和肯定以及对其他国家文化和社会的贬低
和否定，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的自我意识，推动美国构建统一的国族文化意识和优越感，但
这也违背了博厄斯学派文化多元和价值平等的宣言。由此可见，她们坚持的是美国内部的文化多
元和价值平等，对外则未必如其所言。

三、方法论：远距离文化研究
战争和国家冲突的背景刺激了博厄斯学派海外研究方法论的发展。１９５３年，米德和罗达·麦

克特罗（Ｒｈｏｄａ Ｍｅｔｒａｕｘ）主编了《远距离的文化研究》（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ｔ ａ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一书，汇集
了一系列国族研究人员的论文。这些研究人员从１９４７年起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为鲁丝·本尼迪克
特指导的“当代文化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项目工作。事实上，《远距离的文化
研究》一书是１９５１年秋天预先提交给海军研究办公室初步草案的浓缩版本。在该书中，不同的学
者讨论了不同国家的国族性，包括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波兰、叙利亚、泰国等多个国家。在该书
中，米德和众多研究者将国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作为分析单位，提出了“远距离文化研究”的方法论。

米德在《远距离的文化研究》一书中指出，国民性研究是一种应用人类学，目的是在国家层面
上提出建议，或者对在国家定义的背景下行事的个人行为进行预测。因此，国民性研究必须为文化
划定范围，包括群体规模和研究时长，否则将难以为政策提供有效意见。② 但是，无论如何划定研
究群体的范围，都必须注意该群体所涉及的更大整体，并划定该文化系统的参照系，及其与更大系
统的关系。③ 这种方法是本尼迪克特基于古典人类学的比较方法提出的，而本尼迪克特的比较方
法来源于博厄斯的文化区方法和文化特征论。同处于一个文化区的所有社会组成元素具有相同的
历史传统，他们会获得同样的文化内容。而将文化行为确定为文化特征时，这是讨论文化区最便利
的分析单位。④ 总体来说，国族研究就是将国族视为分析对象，将国族文化特征作为分析单位，通
过比较其他的国族文化确定自身位置，并据此为国家政策和战略提出建议。

米德指出，文化是一个群体成员共享的学习行为系统，其中的主要模式是一个持续了很多代人
的完整社会。“一致的行为规律和文化规律才能被称为文化心理，这样的规律可以被组织成关于
阶级、仪式、梦想象征或自我的广泛陈述”。⑤ 因此，国族研究需要借鉴精神分析理论和儿童教养理
论，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互动。研究方法应包括：人类学的访谈技巧、分析文学作品抑或电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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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识别心理动力模式并将这些模式与文化联系起来的技能等。①
人类学研究者可以通过自身整合文化完形的能力，以个体象征行为的线索来描绘集体性格或

某一时期的文化模式。在描述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将自己的感知作为搜索工具以收集大量信息，
包括行为、书面或口头文字、手势系统、仪式、亲属关系、文学或电影作品、建筑或设计中的空间安
排、舞蹈等。研究人员的目标是描述和分析那些没有意识的行为或深层的符号系统，而这些行为是
身处其中的个体无法意识到的。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后，人类学家再以系统化的方式绘制文化模
式。② 这就对人类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具备处理图像和感知模式的天赋，还需要具备串联
起不同线索的联想能力、分析思维以及重新创造的能力，才能在使用特定材料（访谈、电影、艺术形
式、游戏、俚语等）的基础上描绘更整体性的文化以及个体的学习行为。③

远距离文化研究具体的操作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深入调查和观察一个报道人来了解
整个社会；二是生活在一个小社区中，通过参与式观察分析其中的关系网络和社区的行动事项。首
先，米德认为人类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不是有多少个报道人，而是有什么样的报道人。研究者需要深
入了解报道人的背景、生活经历、行为倾向和思维模式，而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只是深入访谈，而是对
报道人深刻的观察和理解。虽然不同的报道人有不同的秘密，纵使内容有所不同，但秘密的基调是
一样的，因此只要有一个深入的报道人，就可以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文化。米德和本尼迪克特过于依
赖单一报道人的研究方法来自博厄斯的传承，博厄斯认为一个信息提供者可以代表整个群体。对
此，沃尔特·戈德施密特（Ｗａｌｔｅｒ 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指出，这样的研究方法暗示了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
有解决群体内的权力问题。④ 珍妮·希钦（Ｊａｎｉｎｅ Ｈｉｔｃｈｅｎ）也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只适用于小规
模、无阶级的社会，并不适用于大规模现代社会的讨论。⑤ 其次，人类学家要在一个社区内连续工
作一段时间，了解社区内的关系网络，并且跟踪调查不同社会类别和不同性格的人对社区事件的不
同反应。⑥ 而这类田野调查的数据和资料主要用于说明学习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原理。同时，
人类学家需要将两种方法合并，既需要增进对文化的了解，也需要增进对个体信息提供者的了解，
同时进行和展开对个体心理、社区内关系网络和内在文化模式的分析。就此，米德提出了更细化的
研究方法：其一，同时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个体进行交叉研究；其二，对选定的个体进行详尽的生
命史研究；其三，详细记录个体生活的片段；其四，详细分析个体创造的产品和个体表达；其五，对个
人进行心理分析。⑦

四、博厄斯学派国族研究的启示
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启发了文化民族主义理论的探索⑧，正如伯恩哈德·斯特恩（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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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Ｓｔｅｒｎ）所说，“国族思想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①。
自博厄斯去世后，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也受到了诸多质疑。批评者认为，博厄斯学派支持文化同
化政策，以消除土著和有色人种文化的方式构建国族。② 因此，梳理与反思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
及后世学者的批判分析，可以为我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提供理论方法的参考和经验教训的
借鉴。

其一，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具有研究现代国家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的潜力和优势。我国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大部分成果集中于村落、社区、具体文化事象
等微观研究和少数民族、农民工等群体研究，于是形成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无力研究宏大议题和主
流群体的刻板印象。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表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
并非只能用于初民社会和微观议题，完全具备有效解释现代社会和回应宏大论题的潜能。不仅如
此，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等研究成果被成功应用于国家建设，显示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国族
及现代国家建设研究具有独特的优势，其深刻的洞察力、精准的判断力和实践的转化力超过当时其
他学科研究同样议题的成果。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传入后经历了百余年的中国化历程，基本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无论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
还是民族识别，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所做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调查研究，都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无论是国外的
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还是费孝通先生创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都有力地证明，民族学／文化
人类学不仅调查研究小型社会、村落和族别的社会文化可以取得有价值的成果，而且调查研究现代
社会、现代国家及其国族也完全能够取得具有理论创见和实践意义的成果，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工
作者应该建立学科自信和学术自信，以费孝通先生为楷模，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立足中
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同时借鉴国外国族研究成果的有益经验和理论方法，积极主
动地投身于新时代的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调查研究之中。

其二，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有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
知识支撑。在多民族国家，国民由多个民族构成。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特殊的生活
方式和文化习俗。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具有差异性的各民族整合进统一的国家之
中，建构“多元一体”的国族文化和相互依存团结共进的共同体意识。犹如将众多的零配件组合成
一台机器，若对各个零配件的性能、位置及原理等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怎么可能将散乱的零配件
组装成一台能够有效运行的机器？博厄斯坚持认为要解释更大范围的普遍性和一致性，必须通过
分析大量的实地研究数据，以进行解释性概括。③ 因此，博厄斯学派以文化人类学／民族学长期调
查研究印第安人、非洲人等少数族裔的学术积累为基础，发挥学科的田野调查和文化解释优势，开
展本国和他国的国族及其文化建构调查研究，不仅取得理论上的重要成果，而且其中的一些成果转
化为国家建设和国族建构的实践。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长期致力于小型社区、村落、族别的社
会文化研究，尽管这些研究乍看似乎与强调政治性的国家建设和统一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南
辕北辙，但从学术研究的整体性和长远性来看，这些研究恰恰是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
基础和起点，只有深入准确理解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才能提出有效整合各民族为中华民族的
观点、思想和方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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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就意味着不仅需要政治学
的政治视角的研究和理论支撑，不仅需要历史叙述的重构，而且需要以文化为研究焦点的民族学／
文化人类学提供事实依据和理论支撑。

其三，对于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及其理论方法需要持有批判性思维而不能照搬照抄，从中
国、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实践经验出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自主知识体系才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的目标。上文所述，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在意识形态、理论方法和思想观
点等方面存在缺陷、漏洞乃至谬误。首先，米德以第三代美国人的性格心理特征构建美国文化模
式，但是她并没有关注种族差异，而是以浪漫化的想象构建美国国民性格，因此她忽略了美国种族
歧视的问题。其次，虽然米德和本尼迪克特都强调国家对多元文化的保护，但她们认为美国的国族
建构应遵循熔炉论，不同种族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国族。在面对谁融入谁的问题时，她们认为
应该由不同的移民融入盎格鲁－撒克逊新白人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文化。由此可见，她们的国民性
研究实际上暗藏了文化优劣的价值判断。虽然博厄斯学派的学者都驳斥种族主义，但他们却建立
了一种以文化而论的人类不平等观念。米德和本尼迪克特认为美国文化将领衔人类文化发展，实
际上是用文化论替代进化论，骨子里还是认为人类不平等。最后，博厄斯学派以刻板化呈现“他
者”的方式美化美国，并强行输出美国模式，体现了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治世逻辑。
不仅如此，美国的国族与我国的中华民族存在着巨大差异。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璀粲
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形成并不断加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
共同体理念和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关系。而美国的国家历史较短，且为典型的移民国
家，除规模很小的原住民外，大多数国民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世界各地移民而来的，而民族构成不
仅有来源、历史、文化等差异，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种族的生理遗传差异。为此，民族学／文化人类
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及各民族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
中国化理论为指导，挖掘与运用中国优秀的民族思想和智慧，批判性借鉴国外国族研究的理论方
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造具有理论价值、
实践意义和国际影响的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有效的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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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教授；张方亮，博士研究生，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昆明，６５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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